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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与治理变革方兴未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公共管理的实践变化呼唤中国公共管理
学的转型与重构。 必须顺应迅速变化着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植根历史,立
足现实,着眼问题,直面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新趋势和新问题,拓
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内涵与主题,强化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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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与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公共管理是一个重
大的理论与实践领域,由公共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演变而来。 伴随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脚步,中国公共管理学走过了 40 年“补课” (恢复)、重建与发展的历程,已经
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发展最
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其地位也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 全球新科技革命和新工业革命
以及治理变革的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公共管理学科演化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中国公共管
理学科的反思、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的历史性任务。
一、
 
未来已来:
 
大变局与新趋势
随着当代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的更高
阶段,即所谓的“大数据时代” “后信息社会” “数据的社会” “智能化时代”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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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超智能社会(Society
 
5. 0)”。 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
和量子化的新历史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信息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 (习近平,2017) 。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
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 (习近平,2019) “随着逆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强权
政治抬头,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也与日俱增。” (习近平,2019)李克强总
理也指出:“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化步伐在加快,新业态、新技术、新商
业模式层出不穷”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使全球产
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联接更加紧密,……有力促进了包容性增长”。 (李克强,
2019)。
进入新世纪,全球公共部门的管理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 公共部
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持续深化的动因,一方面来自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
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官僚体制的失效,国家(政府)与社会关
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等一类的
客观因素的变化。 特别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催生了继“新公共管理运动”之
后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浪潮———人们称之为“数字政府” “政府 3. 0” “智慧政府”
“智慧治理”“数据新政” “开放政府” “互联网+政务(政府)”等。 在实践中,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所强
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
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 现在“需要治理公共服务组织网络间
的多重关系,以及公共服务组织、服务使用者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斯蒂芬·奥斯本,
2016)。
另一方面来自公众对政府与日俱增的期望与对政府不满的加剧从而对政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更快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公共事务参与———等主观因素
的变化。 在西方,“在公共领域,公众对公共部门的不满和失望正在改变政治格局和
政治话语,公众的不满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在英国的脱欧全民公决和
2016 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中这种紧张状况最明显” (乔瑟琳·布尔贡,2019)。 回应公
众更高的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这是当代全球公共治理实践发展的一
个基本趋势,也是各国政府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其他人类发展的宣言规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平等、持续、
参与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习近平,2019)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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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
2017)。 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以及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
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人民新的
更高的要求以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
求还不完全适应。
因此,完善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保障人民权益、接受人民监督的体制
机制,就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
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人民获得感作为“试金石”,把人民的支持作为“发
动机”,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结合起来,切实做
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二、
 
“奇点”临近:
 
反思与重构恰逢其时
美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主编詹姆斯·佩里(James
 
L.
 
Perry)在 2016 年第 2 期
的主编导语中提出了
 
“公共行政正在消失吗”的设问,强调必须高度关注公共行政的
未来。
斯蒂芬·奥斯本(Stephen
 
P.
 
Osborne)在其主编的《新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
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一书的导论中说:针对 20 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公共管理
或公共服务体制模式和理论范式———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过时,“本书提
出了‘公共治理在 21 世纪是否会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个新范式’这样一个问题,并
在理论与实践上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批判性审视”。 (斯蒂芬·奥斯本,2016)
《国际行政科学评论》的主编安德鲁·梅西(Andrew
 
Massey)在该刊英文版 2017
年第 4 期的主编导语中说: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公共部门的改革与全球化
问题的变化不断冲击着公共行政领域,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任务更复杂,更难以应
付”
 
(安德鲁·梅西,2019)。
公共治理国际(PGI)创始主席乔瑟琳·布尔贡(Jocelyne
 
Bourgon)在该刊英文版
同期头条文章《反思、重构与重塑:面向 21 世纪》中则说: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相互依
赖、高度互联的失序世界中,过去各种行之有效的理念正在崩溃,支撑关键公共政策
的假设已经终结,是时候思考未来治理一个现代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我们需要
新的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公共行政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理论”。 我们需要反思社
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结构与功能,批判性地考量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假
设———创新、生产力、经济增长、就业以及收入增长之间是协调一致的;早就应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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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的整体利益和局部的失衡有清醒的认识。 影响未来治理模式的挑战性趋
势正在形成,政治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角色正在改变。 需要重新界定国家的作用,
阐明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国家概念,这样的国家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管得越少越好,
而是满怀信心,能够以国家的手段服务于集体利益。 (乔瑟琳·布尔贡,2019)
公共管理的理论及实践已进入了所谓的“后新公共管理”、“(新) 公共治理”、
“公共价值管理”时代,出现了诸如“(新)公共治理”或
 
“新治理”、“新公共服务”、
“合作治理”、“网络治理”(“政策网络”)、“数字化时代的治理”、“整体化治理”(“整
体政府”)、“府际治理”一类的新理论。 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理论范式与知识
形态也正在发生转变。 其中,“公共价值管理”与“新公共治理”是两种有代表性的公
共管理新的理论范式或新的知识综合。
穆尔(Mark
 
Moore)的《创造公共价值》 (1995)
 
和斯托克(Garry
 
Stoker)的《公共
价值管理:网络治理的新叙事?》 (2006)开创了公共价值范式的先河。 美国《公共行
政评论》杂志 2014 年第 4 期专门“探索公共价值的价值”(exploring
 
the
 
value
 
of
 
public
 
value)(共 7 篇论文和 6 篇短评),力图整合公共(价值)治理的分散话语,强调“让公
共价值回归政府治理核心”,直接挑战政府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并顺应从“统治”
理念到“治理”理念转型的新潮流。 近年来,“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国内公共管理研
究的一个热点主题。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杂志 2019
年第 3 期开设了“公共价值管理研究”专栏,发表了 4 篇论文。
“新公共治理”是一种影响日益扩大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 斯蒂芬·奥斯本在
《新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一书中认为,20 世纪的公共
服务管理的两个范式主导———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已经过时,需要将以往的
理论范式整合到一个更大的强调组织之间关系治理、跨部门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系
统效能的范式中,这一范式的框架就是“新公共治理”。 他说“新公共治理”并不取代
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而是将它们嵌入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它
是对行政—管理两分法的超越。 “这个理论并不是公共行政或新公共管理的一个分
支,而是一个具有独特话语体系、可供选择的理论。 该理论建立在公共服务提供主
体日益多元,政策制定过程日益复杂的现实之上,并在此情境下探索和理解公共政策
的发展与实施。”(斯蒂芬·奥斯本,2016)
最近,我们对国外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与趋势进行跟踪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可
视化软件 CiteSpace
 
对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公共管理学科领域内 12 种影
响力较大的期刊近 20 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计量分析。 计量结果表明,当前国外公共
管理的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紧密相关;研究的重要主题涉及合作治理、政策过程、公
共治理、可持续发展、绩效管理、公共服务动机、街头官僚、政策咨询系统、公共财政
与预算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等;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也呈现某
些新的趋势。 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具有启发意义。
公共管理学科的转型与重构成为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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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举办了不少专题论坛或成为各种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提
出了众多的观点。 例如,在 2019 年 9 月举行的第六次中国管理 50 人论坛上,兰州大
学包国宪教授就“大变局下的中国公共管理”发表演讲,认为大变局中公共管理问题
必须从管理的载体、对象、主体、方式、目标等方面来考虑;而大变局下公共管理应对
的关键在于价值整合。
“第四次管理革命”
 
“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 “中国管理(范式)” “百年变局与
管理科学”等也成为管理科学的热门话题。 特别是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
理科学部的“十四五”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各个课题组的专家研讨与论证更是离不开
这个话题。 例如,“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提出要
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国家需求与全球挑战、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学科交叉融合等背
景和趋势梳理提炼相关的学科问题。
在前述的第六次中国管理 50 人论坛上,天津大学的张维教授以“百年变局中的
管理科学”为题作演讲,认为无论是管理科学研究活动的时代主题,还是其重大关键
科学问题以及战略目标,都应当反映百年变局的时代新特征。 有学者著书论述管理
百年史上发生的四次管理革命,即从科学管理(1901—1940 年)、人本管理(1941—
1970 年)、精益管理(1971—2000 年)到价值共生(2001 年以后)(曹仰锋,2019)。
三、
 
创新驱动:
 
学科转型的若干问题
中国场景与中国话语下的公共管理学有其自身的历史传统、主题领域、问题导
向和本土知识,必须适应迅速变化了的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拓展公共管理的
学科范围和内涵,强化公共管理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 有几个
值得思考与讨论的问题:
———作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的公共管理学的范围及边界如何划定? 从
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再到公共治理,是百余年来本学科范围与范式变化的基本轨
迹。 公共管理学无疑是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 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
家治理能力,习近平(2014)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
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安排,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
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个方面。”显然,这远远超出传统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与特
征作出新规定,指出我国的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
体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提出三阶段的总体目标,
强调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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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2019)。 这“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基本上都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主题范围,因此公
共管理的学科理论体系及教学内容需要全面拓展。
———如何看待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以及如何设立研究方向? 1996 年我国
研究生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设立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
生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2012 年专业目录修订增加了公共政策二
级学科,因而目前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共有这六个二级学科。 2012 年之后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关于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精神是淡化二级学科,突出研究方向并
提倡跨学科交叉学科设置。 目前国内高校公共管理的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以及公
共管理硕士(MPA)的专业方向的设置五花八门,采用公共管理及相近名称设置的学
院和研究院应有尽有,公共管理学科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也是多种多样,学科发展
呈现出相当分散且有些杂乱的态势。 学科边界、学科内涵和学科门槛并不仅仅是理
论问题,更是学科建设及专业设置的实际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近几年公共管理学
科建设标准强调要把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合理设置研究方向,以保证学科的有
序和可持续发展。
———是否可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归并为如下三大板块? (1)公共组织(公共行政
学):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国家或政府的体制、结构、过程和功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2)公共政策(政策科学):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质性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分析研
究;(3)公共服务(公共事业管理):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或民生改善以及科教文卫体事
业等为研究对象。 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也可以划分为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
理和基层治理四个层次,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
同。 长期以来,作为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重要主题内容的全球治理和基层治理并
没有得到公共管理学界应有的高度重视,鲜有在公共管理学科中设立这两个研究方
向的。
———如何凸显中国公共管理学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 这就需
要以研究和解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复杂问题为依归,以推动
中国公共治理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为目标,致力于服务国家和地方治理现代化的
重大需求;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
经验的研究,总结和提炼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
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公共管理思想。 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扎根中国大地、强化问题导
向,促进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构建与发展以及知识
增长。
———如何夯实公共管理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发展
必须关注科学发展前沿,尤其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
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
展,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吸取营养,强化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
法论基础,引入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尤其要重视公共管理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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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模拟、预测、实验以及智能化技术和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 /
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并推动公共管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合。 比
如在公共政策领域,伴随着新科技革命及新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网络化、数据化、
智能化和量子化技术的驱动,新世纪全球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已发生了新变化,
呈现出新趋势。 其中,数据分析、行为实验、模拟仿真、循证检验等构成当代公共决
策链条的重要环节及新研究路径。 必须顺应当代公共政策发展的新趋势,推动政策
科学的转型与重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特别是最近召开的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
注入了新的活力。 《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
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
集中体现。”《决定》还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
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 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
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
服务型政府。”“完善国家行政体制。”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2019)。 可以说,这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反思、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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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running
 
its
 
course.
 
The
 
whole
 
world
 
is
 
witnessing
 
some
 
unprecedented
 
upheavals
 
while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Chinese
 
researchers
 
must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hanging
 
public
 
management
 
practices
 
both
 
in
 
China
 
and
 
worldwide.
 
In
 
response
 
to
 
the
 
new
 
milieu,
 
practices,
 
trends
 
and
 
issues
 
of
 
public
 
manage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y
 
must
 
get
 
insights
 
from
 
history,
 
base
 
their
 
judgment
 
on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nd
 
concentrate
 
their
 
attention
 
to
 
outstanding
 
problems.
 
By
 
so
 
doing,
 
they
 
will
 
broaden
 
the
 
scope
 
of
 
public
 
management
 
as
 
a
 
discipline,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enrich
 
public
 
management
 
study
 
with
 
Chines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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